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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的角度探讨并检验《厨房》李译本对惠理子性别身份的塑造，运用批评隐喻

分析的方法解读译本中隐喻背后隐含的性别意识形态，分析隐喻行为试图引导和构建的性别现实，发现

李译本的“性别践行”颠覆了原文所体现的惠理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其中隐含的性别意识形态反映了

男性主导的权力关系，影响了译文对惠理子性别身份的重建。李译本从2004年版至2022年版历经18年，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旧有权力关系的反抗、对性别内涵的多元认识促使人

们用话语消解原有的性别印象。基于现实条件和女性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善于反

思语言背后隐藏的性别意识形态，重视隐喻对构建性别现实的影响，关注中国语境下的后结构女性主义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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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Eriko’s gender identity in Li’s translation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976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9769
https://www.hanspub.org/


陈欣瑶 
 

 

DOI: 10.12677/ml.2024.129769 167 现代语言学 
 

“Kitc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translation. By employing critical met-
aphor analysis, it interprets the underlying gender ideologies embedded in the metaphor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and analyzes how thes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ttempt to guide and construct 
gender realit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Li’s translation subverts the fluidity of Eriko’s gender iden-
tity as presented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implicit gender ideologies in Li’s translation reflect male-
dominated power relations, which imp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Eriko’s gender identity in the trans-
lated work. Over the 18 years from the 2004 edition to the 2022 edition of Li’s translation, there 
have been profound changes in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society. Resistance to tradi-tional 
power relations and a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connotations have l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previous gender impressions through discourse. Given the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and new 
trends in feminist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for translators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e gender ideolo-
gies hidden behind language, recognize the influence of metaphors on constructing gender realit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transl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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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同后结构主义的结合颠覆了早期女性主义立足于本质主义性别观的理论

根基，后结构女性主义将性别视为一种话语的“操演”行为[1]，这种行为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并具有多元化、流动性等特点。尽管早期女性主义与后结构女性主义立足于迥然的性别范式，但他们都

认同语言表述社会差异、性别差异和历史差异。正因如此，在语言间转换这些差异的翻译便成为女性主

义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而译者翻译的过程，也是重塑或打破性别意识形态的过程，因而译文自然体现

着译者对某种性别意识形态的践行。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中变性人母亲惠理子身上体现着后结构女性

主义多元化的性别特质，译者的语言选择影响着译文的“性别践行”。 
有关“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国内大多数研究以早期女性主义理论或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翻译实

践为中心。有学者指出，“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仍停滞于本质主义阶段。”“当前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研

究还不够深入，中国具体国情下的女性主义主体意识尚未得到发掘”[2]。同时，国内关注到女性主义新

动向的学者认为，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翻译有利于探讨性别的话语建构[3]。但国内学界对后结

构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仍局限于理论层面，缺乏基于文本的具体研究。在日本学界，女性研究自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起发展至今，涌现出井上辉子、上野千鹤子、江原由美子等知名学者。其中，井上辉子在九

十年代注意到冲破二元对立性别藩篱的性别研究新动向，并指出，尽管“酷儿理论”等逐渐成为性别研

究的热门话题，依然有必要进行女性主义研究[4]。但在日本学界，将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少之

又少。另一方面，欧美学界的“女性主义翻译”相关研究中，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指出，自“酷儿理

论”出现以来，困扰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和身份政治问题得以解决，但女性主义相关研究显著下降，同

时新的方法软化并分散了“女性”的概念[5]。因此，有必要利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理论特点，深挖单一

的性别选择与多元的性别身份之间的矛盾，促使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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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eris-Black 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将语言分析与认知理解和社会知识结

合在一起，揭示文本作者的潜在意图及影响因素[6]。本文拟采用批评隐喻分析的方法，以吉本芭娜娜《厨

房》的中译本为例，通过译文中隐喻性的性别语言选择，揭示文本中“性别践行”背后所隐藏的性别意

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关注中国语境下的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2. 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后结构主义的各派皆认为，在社会组织、社会意义、权力和个人意识的分析中，共同的因素是语言，

社会组织的现实和可能的形式、结果，都通过语言得以确立和体验[7]。这种语言观一方面消解了划分行

为本身，另一方面将所有的结构与分类视为派生物，强调人们所表达的一切划分原则都是语言的产物。

语言本身是人创造的，由人发出的人与人间的沟通途径，既然一切的划分原则都通过语言得以确立，那

便说明既有的结构或分类是前人用过去的语言所确定的范畴。后结构主义的这种语言观力图把语言游戏

从封闭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突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所指性，强调语言的动态

生产性和意义的不稳定性[8]。 
基于这种语言观，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有着明确的认知，他们将主体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依情况

而异的过程，认为主体是由话语建构而成的。同时，后结构主义还强调“不同的后结构理论都表达了对

‘主体’‘结构’‘权力’的理解必须是复杂、多元和历史的”[9]。后结构主义的主体观说明，主体的

形成是一种受条件制约、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动态的话语过程。既然主体是在话语中建构的，那么就不存

在一成不变的主体。因此，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下，主体的概念并非由差异决定，而是从不同条件下的

话语行为中衍生而出。 
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结合后，使得早期女性主义忽视的种族、阶层、宗教、

地区等要素显现出来。国内有学者指出，“后结构女性主义挑战一切关于理性和解放的宏大叙事以及本

质主义生物决定论，探讨个体的、无意识的和下意识的矛盾、反抗和演化，同时也关注语言霸权、前殖

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等权力结构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10]。基于此，可以认为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特点有

三个。其一，后结构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一个过程，是通过话语、行为表现而生成的过程。其二，根据后

结构女性主义理论，性别是个体的多选一的过程。即个体身上存在着众多构成性别的可能性，但其表现

或定义却是单一的。其三，后结构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在社会或历史等限制下形成的，因此在后结构女

性主义的语境中，强调性别话语具有历史多样性。 
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多元化的，这种立足于“意义是流动的”多元的性别观可以避免各种霸

权话语的固定化。但同时，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何为女性主体的内涵，在特定历史、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女

性”身份又是如何形成的。借助文学文本，我们可以基于语言、历史背景等阐明这些问题。 

3.《厨房》中惠理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 

吉本芭娜娜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凭借其出道作——短篇小说《厨房》获得“海燕新人

文学奖”。随着读者群体的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掀起了一阵“芭娜娜热潮”。随后这一热潮蔓延至

更多国家，收获了无数读者。 
惠理子这一角色身上体现着性别的多重可能性。从男性变成女性，从父亲变成母亲，从雄司变成惠

理子，这一角色有着极其复杂的性别特质。 

3.1. 惠理子女性身份的构建 

文中惠理子初次登场时，作者借主人公美影的内心独白展开了一系列外貌描写，体现了对惠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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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身份的构建。在词汇方面，无论是名词“美女”“化妆”“头发”，还是形容词“美丽的”“浓艳的”，

都是潜移默化中被社会纳入女性专用的词语，是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下对女性形象的期待。可以看出作者

在此处通过对惠理子女性外形的着墨，强化了惠理子的女性身份特征。其次，在句式和语法层面，初登

场时作者以惠理子跑进来的时刻作为主语，将谓语也落在主人公美影与惠理子即将见面的时刻。这种表

述突出了与惠理子初见的不同寻常，从而为后文塑造惠理子不同寻常的美丽做铺垫，同时，用短句罗列

出对惠理子的头发、眼睛、嘴唇、鼻子等细节描写，增强了惠理子女性身份的可信度。 
在语境层面，惠理子在感叹做女人不易之后，作为补充表达了抚养雄一长大的辛劳。换言之，抚育

孩子的辛苦是惠理子变性后以女性身份生存于世才体会到的辛苦。考虑到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下的社会分

工以及当时的日本国情，抚育孩子被默认为女性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因此，这里通过惠理子对自己以女

性身份承担女性被赋予的社会责任这一行为的感叹，表达了惠理子对自己从身到心的女性身份的认同，

从而顺利构建了惠理子的女性身份。 

3.2. 惠理子男性身份的构建 

惠理子意外死亡时，作者描写了惠理子死前的言行以及写给儿子雄一的遗书，体现了其男性身份。

从语言来看，无论是流血的形象，还是砸死凶手的狠厉，以及最后一刻也要与凶手拼杀的口气，都与之

前的女性特征截然相反。在男权话语体系下中，性别相关的语言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两侧的语

言具有互为反义词的特征。借助性别语言的分界线，在女性相关的语言无法匹配惠理子形象的情况下，

话语构建的性别分类将惠理子的性别身份推向另一侧，从而使惠理子的男性身份显现出来。另外，女性

与男权社会之间存在着对抗冲突，正如在男权话语体系中弱势词语会被用来形容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女

性，因而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男性自然会对女性身份和女性形象持有弱势的印象。惠理子在信中写到本

打算用男性用语写信，却感觉奇怪以至于羞于下笔。这恰好证明惠理子认为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具有强

弱对比，羞于以男性身份示人则更突出了惠理子隐匿的男性身份。 

3.3. 惠理子双性同体身份的构建 

文中惠理子的最后登场以美影回忆的方式出现，在回忆中惠理子给美影讲述了妻子离世前的故事，

其中的描写表现出惠理子双性同体的性别身份。通过自述可知，惠理子表示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变性前的

模样，即说明惠理子已经完全习惯了自己的女性形象，这种习惯可以视为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同。其次，

惠理子既认为男性落泪是件羞耻的事，又萌生了想成为女性的想法。结合起来思考可以说明，认为落泪

是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女性所为之事的男性特征与最终选择变性并从身到心都具备的女性特征同时存在

与惠理子身上。以上两点足以看出作者通过惠理子在作品中的最后一幕构建了惠理子双性同体的性别身

份。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确，惠理子这一角色的性别身份是复杂多变的，既具有女性身份，也具有男

性身份。并且，从后结构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随着剧情的发展惠理子的性别身份也在不断变化，具有

流动性。作者通过对词语、句式及语境的操控，能够限定具体语境中惠理子的性别身份。换言之，作者

通过对文本的操控，能够使流动变化着的性别身份具有稳定性，从而确立具体语境下惠理子的性别身份。

因而作者对惠理子这一角色的性别建构能够体现出性别身份的流动性。 

4. 李译本中“性别践行”的批评隐喻分析 

批评隐喻分析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正如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彰显隐藏的政治或意识

形态动机，批评隐喻分析旨在揭示语篇中的隐喻所表达的价值判断和隐喻使用者的潜在意图，以文本为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9769


陈欣瑶 
 

 

DOI: 10.12677/ml.2024.129769 170 现代语言学 
 

基础将隐喻的语言与社会科学其它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理解语言、人的思维和情感、社会文化三

者间的复杂关联。 
批评隐喻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不同的切入点，这里将运用批评隐喻分析的修辞学解读方法。修辞学考

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建构话语的方式，将话语实践作为权力形态加以把握[11]。作为修辞方式之一

的隐喻自然也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同时隐喻还具有间接表达态度和立场的作用，翻译中的任何隐喻

行为都体现着译者对原文特定对象的评价以及译者的价值判断。因此从批评隐喻分析的修辞学解读方法

探讨李译本中的隐喻行为对惠理子这一角色的“性别践行”，能够明确译文是否符合后结构女性主义翻

译理论视角下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的这一特点，进而探究译者使用隐喻背后潜藏的性别意识形态。 

4.1. 隐喻突显的性别意识形态 

这一小节将列出含有隐喻的译文，并以隐喻识别、隐喻阐释、隐喻解释这样的顺序分析隐喻中突显

或掩盖的惠理子的性别特质。 
(1) “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她身上也有常人的缺憾。比如脸上与年龄相称的皱纹，牙齿也有些参差

不齐。尽管如此，她还是魅力四射。” 
基于第二章的分析，这一阶段作者突出描写了惠理子的女性外形，体现了对惠理子的女性身份的建

构。在译文中，日语中的「部分」一词被翻译成了“缺憾”。单纯比较这两个词语可以发现，前者一般用

于说明客观事物，后者一般用于表达主观情感。从客观到主观，从事物到情感，可以确定“遗憾”一词是

翻译中的隐喻行为，包含了译者的潜在意图。原文这一细节出现的作用在于弱化前文惠理子的女性外形

之美。而译者用“遗憾”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隐喻，引导读者将皱纹、牙齿不齐视为一种遗憾。暗含了人

们对女性的主观评价，即社会对女性的外形美存在评价体系。 
(2) “她微微一笑，笑容里洋溢着母性的光辉。” 
基于第二章的分析，原文中这句话从母性的层面巩固了惠理子的女性身份。译文中出现的“光辉”

一词在原文中并不存在，译者将其与“母性”相结合构成了“母性的光辉”这一短语。“光辉”是译者增

译的部分，词语本身具有正面积极的感情色彩，因此可以识别“光辉”一词是翻译中的隐喻行为，体现

了译者的潜在目的。将“光辉”作为关键词在 CCL 语料库(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上检索后，前四个

词条中与“光辉”搭配的分别是“里程碑”、“革命家”、“范例”“典范”等受高度赞扬的词语。这里

译者将“光辉”与“母性”搭配起来，用“光辉”一词包含的感情色彩隐喻母性，引导读者将母性视为一

种崇高且伟大的特质。译者使用“光辉”这一隐喻，即通过赞扬母性遮蔽了社会分工下性别的权力本质，

因此这里的隐喻突显了男性决定女性的社会分工的性别意识形态。 
(3) “当了这么长时间女人，本来还一直以为在身体的某处还有那个男性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存在，

女人皮相只是我的任务。现在看来，身心都变成女人了，是名副其实的母亲啊。” 
基于第二章的分析，在惠理子离世之前，原文已经体现从身到心对惠理子女性身份的构建。而比对

这里的译文会发现“皮相”一词是增译的部分，是翻译中的隐喻，表达了译者的价值倾向。将“皮相”作

为关键词在 CCL 语料库上检索后，出现的搭配有“浮于皮相的平庸之作”、“形而上学的皮相之论”、

“皮相之谈”等带有负面色彩的词语，即“皮相”本身就带有表层、浅薄的含义。译者使用“女人皮相”

的搭配是借“皮相”隐喻女性，将女性身份置于表层、浅薄的语境中，从而相应地将与女性相对的男性，

以及与表层、浅薄相对的里层、深入两者联系起来，引导读者对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身份产生有表里、

深浅之分的印象。这种隐喻突出了女性身份“浅”的一面，暗含了男性身份“深”的一面。 

4.2. 隐喻试图构建的性别现实 

隐喻绝非仅是用来美化语言的词语手段，更是制约和影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因素[12]。隐喻能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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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维，进而引发期望的行动。因此译者对惠理子的“性别践行”中使用隐喻，不仅是再现惠理子性

别身份的过程，也是通过译文传达性别意识形态，影响现实中性别的权力结构的过程。 
在李译本中，译者在重塑惠理子的形象时选择用隐喻进行表达，且使用的三处隐喻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都带有正面或负面的感情色彩，二是都与女性身份相关。第一处隐喻“遗憾”具有负面色彩，同女

性的外貌、外形关联。第二处隐喻具有正面色彩，同母性特质及女性的社会分工相关。第三处隐喻具有

负面色彩，同女性的社会身份相关。在这三个隐喻中，一个正面色彩的隐喻为认可女性的社会分工(哺育

后代)而服务，其余两个负面色彩的隐喻则为评价女性外形，否定女性的社会身份而服务。即译者用隐喻

试图构建的性别现实中，女性哺育后代的社会分工被认同，并被赋予积极意义。但女性的社会身份却不

被认同，且被蒙上消极意义。而女性的外形成为存在优劣标准，能够被评价的对象。如果说译者在隐喻

中体现的性别意识形态是长期受社会权力引导和制约的结果，那就说明于这种影响又促使译者反作用于

现实，再次引导读者群体形成符合原有社会权力关系的性别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原有的性别权力关系。 

5. 李译本的性别颠覆 

《厨房》中惠理子这一角色身上体现了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因此符合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的译文也

应从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的现实建构两方面再现这一点。但李译本中使用的隐喻仅体现出受男权社会影

响的性别意识形态，突显了女性身份受压迫、被评价、处于弱势的一面。换言之，译者在性别意识形态

层面仍受男性主导的权力关系的影响，未意识到惠理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而这也影响着译者向读者表

达的性别认知。因此，笔者认为李译本是对原文的一种性别颠覆，从性别意识形态层面颠覆了原文惠理

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 
厨房的李译本从 2004 年版至 2022 年的最新版历经 18 年。这 18 年间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发生了巨

大变化，女性主义的中国化也不断深入。因此，这一译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九十年代

中国社会持续转型，部分改写了女性写作的文化语境和男权中心的文化结构[13]。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

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领域的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范围持续扩大，国内的

相关研究也日渐充实。同时，近年国内许多社会热点新闻、法律政策都与性别问题息息相关，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关联的话题也在互联网上展开了激烈讨论，可见如今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社会意识层面，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李译本在塑造惠理子形象时使用的隐喻忽略了学术界和

社会对原有性别身份的意义的反抗，也忽视了文学对女性形象新的诠释与追求。 
文学文本是固定的语言范本，有着不同的历史、民族、宗教等文化背景，因此文学文本中的性别构

建受多重因素影响。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将语言视为意义产生的唯一方式，借助语言构建性别概念新的

意义。换言之，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能够通过改变性别并非一成不变这一事实，使男性或女性不应是由

概念决定的群体印象，而是在语言的使用中不断变化的一种性别身份。运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对更多

译本和译本所在的文化背景进行研究，通过语言选择和语境表达能够进一步印证性别是从语言中产生的、

具有流动性的身份，为译者的翻译实践提出可供思考的角度，从而打破本质主义性别观，影响现实中性

别的权力结构。 

参考文献 
[1] West, C. and Fenstermaker, S. (1995) Doing Difference. Gender & Society, 9, 8-37.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95009001002 
[2] 陈卫红.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4, 34(21): 54-56. 

[3] 孙子尧. 多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2): 28-38.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9769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95009001002


陈欣瑶 
 

 

DOI: 10.12677/ml.2024.129769 172 现代语言学 
 

[4] 井上輝子. 女性学の創出と和光大学の試み[J]. 和光大学現代人間学部紀要, 2011, 3(4): 199-214. 
[5] Flotow, L. (2012) Translating Women: From Recent Histories and Re-Translations to «Queerying» Translation, and 

Metramorphosis. Quaderns. Revista de Traducció, 19, 127-139. 
[6] 纪玉华, 陈燕. 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 批评隐喻分析[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42-48. 

[7] 林树明.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后结构主义[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2): 41-47. 

[8] 肖伟胜.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与后结构主义的衍生[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8): 163-171. 

[9] 刘希. 后结构理论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以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妇女“主体性”为中心[J]. 文艺理论研究, 
2021, 41(1): 177-188. 

[10] 孟令子. 从女性主义翻译到性别与翻译[J]. 中国翻译, 2016, 37(5): 23-31. 

[11] 李艳芳. 修辞学视角下的隐喻批评分析[J]. 中州大学学报, 2010, 27(1): 66-69. 

[12] 邓志勇, 杨涛. 隐喻修辞批评的理论与操作方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2): 47-50. 

[13] 郭冰茹. 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化之反思[J]. 当代作家评论, 2008(6): 164-17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9769

	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的“性别践行”
	——以《厨房》的李译本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Gender Practice in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Li’s Translation of “Kitche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3.《厨房》中惠理子性别身份的流动性
	3.1. 惠理子女性身份的构建
	3.2. 惠理子男性身份的构建
	3.3. 惠理子双性同体身份的构建

	4. 李译本中“性别践行”的批评隐喻分析
	4.1. 隐喻突显的性别意识形态
	4.2. 隐喻试图构建的性别现实

	5. 李译本的性别颠覆
	参考文献

